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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民众戏剧”的名实之困

“民众戏剧”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的重要观念和

实践，20 世纪 20—30 年代，它曾被树为一面大旗，

风声猎猎，应者云集。然而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今

天却面临着描述与定义的困难：研究著述中对这一

名词的空泛征引随处可见；而针对民众戏剧的专题

研究则为数极少，且多聚焦于民众戏剧社（1921—

1922）这一更为明确易辨的存在，然其从规模到时间

都极有限，与时代话语的浩浩荡荡，体量严重不符。

民众戏剧话语生成建构的过程究竟如何？它所对应

的实践活动到底有哪些？这一基础性、前提性问题，

目前尚未解决，更导致了相关研究中概念内涵不清

现象的普遍存在。典例便是将爱美剧、学校剧、民

众教育戏剧、田汉转向期创作、左翼戏剧和“大众

化”运动乃至延安民众剧团，统统纳入“民众戏剧”

名下，令“民众戏剧”无所不包的同时，反失其所

指，成为一个似乎自明却极其空洞的概念，也将富

含对话争鸣的历史复调模糊为一部混声大合唱。

与此相关，一个代表性的学术史表述是将民众

戏剧史概括为左翼戏剧不断壮大并获得主导权的历

史。如认为“民众戏剧”是由“四·一二”政变和

国民党血腥统治激起，“为左翼剧联的成立和 1930

年代左翼戏剧运动开辟了道路”［1］的剧运；或认

为是在左翼戏剧观念诞生后，“民众戏剧”才由宽

泛所指，逐渐明确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观念［2］。

这一左翼主导论虽似合于历史后设，然仍未在民众

戏剧与同时期的“戏剧大众化”“红色戏剧”乃至

“左翼戏剧”等概念间做出有力甄辨。吊诡的是，

就在不少学者看来“民众戏剧”由左翼话语主导的

30 年代，被视作其实践领域代表的却是熊佛西在

河北定县的农民戏剧实验，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的定县实验并非于左翼脉络上展开［3］。若简单归

因于当时左翼话语的影响力，实遮蔽甚多。

同样较少被关注的是，“民众戏剧”概念在中

国乃是十足的舶来品，且在十余年间持续吸收着

变动不居的国际理论资源，这又带来了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另一种紧张。审视民众戏剧话语的建构

与嬗变，国际连带问题既是起点，也是核心。

一� 发生与高潮：从罗曼·罗兰说起

1921 年初，沈雁冰（茅盾）、柯一岑、陈大悲、

徐半梅、张聿光、汪仲贤、沈冰血、滕若渠、郑振

铎、欧阳予倩、陆冰心、熊佛西、张静庐 13 人成

现代中国“民众戏剧”话语的建构、�

嬗变与国际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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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众戏剧”自进入中国至今正值百年，关于其名与实，学术史存在诸

多困惑与误区。这既因其不仅曾被视为全社会共识性的革命话语，还在政党政治中经历

了话语争夺、分裂、对抗与收编，同时也与变化中的域外理论资源有着复杂缠绕。田汉

的转向便显影着民众剧话语的分化。而在经冯雪峰等人翻译处理，梅耶荷德被左翼新立

为民众剧理论权威后，田汉又通过对小山内薰三期论的模仿建构，使梅耶荷德在中国剧

坛获得了更强说服力。以苏俄与日本为参照的民众剧论描画了中国新剧的经路，其问题

点也预告了戏剧大众化实践的限度，提示出这一理想的落实所依赖的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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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众戏剧社，在中国首倡“民众戏剧”。社名由

茅盾提出，取自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

法国所倡“民众戏院”。沈泽民撰文《民众戏院的

意义与目的》，明确介绍了罗兰在《民众戏剧》一

书中，要求将戏剧从特权阶级手中解放出来，作为

劳工娱乐、能力与知识三大教育的观点。

有学者考察，沈泽民的介绍应是从英文转译［4］，

但为何择“民众”二字，则很可能与他刚留日归

来，受到大正初年以本间久雄为中心的日本“民众

艺术”论争和 1917 年大杉荣翻译罗兰该书并定名

为《民众艺术论》的影响有关。此时沈氏兄弟已接

受共产主义信仰，很快成为中共早期成员，他们并

不满足于罗兰仍站在“有产阶级智识界”［5］立场

的乌托邦言说。一年后，沈泽民便将“无产阶级艺

术”译介进来，进而注目于“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

来所蕴藏的反抗意识”的“文学的阶级性”和“革

命的文学”［6］；1925 年，茅盾更是主张“抛弃了

温和性的‘民众艺术’这名儿，而换了一个头角峥

嵘，须眉毕露的名儿——这便是所谓‘无产阶级艺

术’”［7］。然而沈氏兄弟毕竟不是剧界中人，他们

之所以介入剧社的发起，更多是因进步文名而为人

所托。此委托人便是剧社真正核心、文明新戏名角

汪仲贤（优游）。茅盾曾回忆“汪仲贤受‘五四’

新文化运动之影响，思想大变，求以戏剧为工具，

引导观众注意社会问题”，他认为“要实现民众戏

院，不能靠营利性的戏院，应组织业余剧团，大中

学生是主要演员”［8］，主要针对的是游艺化的文明

戏和海上机关布景戏一类在商业资本垄断下，迎合

小市民趣味而恶性发展的职业演剧。因此，剧社

首要宗旨是仿效欧美，建设独立于资本和国家支

配的非营利性剧院，“拿艺术化的戏剧表现人类高

尚的理想”［9］。这固然与罗兰继波特舍（Maurice 

Pottecher）、莫海勒（Eugène Morel）一线而来的

对于商业演剧的批判有相通处，但实则并未真正触

及民众剧的观众论视野。概因中法社会状况迥异，

也因在彼时中国，“现代”剧艺如未诞之胎儿，前

途尚未可卜，因此民众戏剧社的立场不能不首先是

剧人和作品本位。故相比罗兰，欧洲小剧场运动前

驱法国人安托万（A. Antoine）所创“和营业性质

的戏院消闲主义的戏剧很有过一番冲突”［10］的自

由戏院，成了更现实的取法榜样。沈氏兄弟或许并

不能感同身受剧界的核心诉求，在他们看来过于温

和而落伍于时代的罗曼·罗兰与“五四”新文学气

质，对当时中国剧坛而言太过高蹈凌虚。民众戏剧

社仅仅一年的存在时间，或也说明了这点。

20 年代后期，民众戏剧话语再掀高潮。归因

于国共分裂后左翼革命话语的主导提倡，并不能解

释早在 20 年代前期左翼对其已有的批判倾向。同

样无法解释的，还有众多具有国民政府官方背景的

刊物，正是此时民众戏剧讨论最为热烈的阵地［11］。

民众戏剧话语再掀高潮，还有其他不可回避的动

力——紧接“五卅”运动对民众政治参与和“国民

革命”进程的巨大推动，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唤

起民众”的总理遗嘱和新三民主义，直接刺激着民

众教育思潮的发展。“正是鉴于‘唤起民众’之重

要，于是便有民众教育之提倡。”［12］1926、1927 年，

广东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将“民众教育”

写入党化教育方针纲领。1928 年 8 月，国民党第二

届中央执委会第五次全会表决通过“统一革命理论

案”“民众运动案”“革命青年培植救济案”……在

各家竞相追逐“革命”这一神圣事业之时，“基于训

政理念的三民主义革命观”成为最具合法性与号召

力的革命话语［13］，推动了戏剧与民众教育和民族

国家建设的结合。在官方以各级民众教育馆和实验

区为单位推行戏剧教育之外，以平教会晏阳初、熊

佛西为代表的民间实验，田汉和众多进步知识人在

《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大报以及各级民教馆办

刊物上倡言民众戏剧，都与此背景有关。

虽然“革命”在当时具有超越政党政治的广泛

共识含义，但国共两党的分裂，必然引起对革命话

语主导权的争夺。中共力图重新定义“民众戏剧”，

为其注入明确的阶级内涵；而面对凌厉的左翼话

语，国民政府则取守成立场，力保将民众话语收编

于合法性框架之中。20 年代末期民众剧话语的高

潮迭起，与这种内在对抗密切相关。

二� “民众”话语的分裂与田汉
转向问题的新视角

从 1928 年 下 半 年 至 1929 年 初，《 创 造 月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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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刊登了沈起予的《演剧运动之意义》、冯乃超

的《戏剧运动的苦闷》和沈一沉（西苓）的《戏剧

运动的检讨》等，它们多被认为是左翼 / 创造社提

倡民众戏剧的明证。然与其说它们是在提倡民众

戏剧，不如说恰是延续了茅盾对“民众艺术”的批

判，在为民众戏剧的重新定义和话语决裂集中造

势。沈起予在肯定“演剧是一切艺术底综合，而且

是最带有民众的集团的社会性的”同时，指出“资

本主义底社会的背境若不变更，一切生活底样式不

由蒲罗列搭利亚特底革命解放出来时，演剧底民众

祭祀化，仍然只是一种空想”［14］，并历陈自卢梭、

狄德罗至罗曼·罗兰脱离社会组织的空想性与不彻

底的人道主义性质。冯乃超同样批判了“一般的民

众戏剧的主张者，他们只晓得利用戏剧的工具，宣

传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借为民众的美名，施行

其麻醉民众之实”，虽然仍沿用“民众戏剧”，但

因这一“新戏剧的运动——革命的戏剧运动，根本

地不能不是新的民众的戏剧运动”［15］，从而赋予

其新质即“普罗列搭利亚特”“劳动阶级”“无产阶

级”的阶级性内涵，抛出了“民众戏剧的革命化”

问题，以与此前“一般”的“民众戏剧”相区别。

稍晚，沈一沉发表《戏剧运动的检讨》，提

出“大众 = 普罗列搭利亚特——我们是已无须分

别的”，要“引导大众到发生革命的热情来反抗斗

争 ! 而达到革命的目的 !”［16］在同一期《创造月刊》

上，沈起予再发一文《艺术运动底根本概念》，指

出“艺术运动的对象，表面上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大

众，实际上等于以无条件的革命阶级为对象”［17］。

凸显阶级意涵的“大众”话语的快速生长，体现出

左翼另立发明取“民众”而代之的迫切意图。

1930 年是另一关键节点。这是“大众”话语

组织化、体制化的一年，决定性因素是中共领导

下左翼文艺组织的成立。是年 3 月，左翼作家联盟

在上海成立，同月南国、摩登、艺术剧社等成立

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即 8 月正式成立的左翼剧联

前身）。也是在当月，郑伯奇在《艺术月刊》发表

《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在回顾“这几年来”戏

剧运动的虚妄与幻灭时，多用“民众”之语，而面

对当下及未来，则旗帜鲜明地认为戏剧必站在“前

进的阶级”的立场，“一切艺术都应该是普罗列塔

利亚艺术”，响亮喊出“演剧的大众化”口号［18］。

该文的宣言性质毋庸置疑。此后左翼方面，包括之

前曾沿用“民众戏剧”而求重释的沈西苓、沈起予

等人，多规避了“民众”二字，代以大众、工农、

（劳苦）群众等词，即便感到上述定义可能存在的

偏狭，其修正也多是在“大众”范畴之内进行［19］。

与其说国共分裂是民众戏剧话语高潮的起点，

毋宁说是话语分裂的起点。这一视角或可让我们对

一些重要文学史事件有新的理解，田汉的转向即

为一例。自 1928 年夏至 1929 年，田汉在《中央日

报》等刊物频发《南国对于戏剧方面的运动》《新

国剧运动第一声》《戏剧与民众》《艺术与艺术家的

态度》《艺术与时代及政治之关系》等文，反复指

出戏剧和艺术应当“为民众”。这既是他对南国社

剧风感伤唯美、脱离现实的自我批判，也是因为

南京政府对民众戏剧的大力提倡和一系列革命化进

步阐释，令其受到鼓舞，在因颓然于政局而结束

短暂的国民政府仕宦生涯后，重“对政治发生希

望”［20］。1929 年 1 月、7 月，南国社两次赴宁公

演，以此为机，《中央日报》的民众戏剧舆论如烈

火烹油。一片吹捧之下，实则暗流涌动。一方面它

仍以革命、进步自命，对于田汉在宁演讲中的激进

内容（如剧运不应依附官方、日本可公开谈论马克

思为政治方面可佩的进步、社会主义艺术代表多数

等［21］），仍予刊发；另一方面，正是在该年 1 月至

8 月间，副刊《青白》主编王平陵联合陈大悲，与

田汉展开一系列“较劲”。如陈大悲《民众的戏剧

与我们》（6 月 10 日）与王平陵的唱和文字《降到

低地去》（6 月 17 日），前者冷嘲热讽，后者礼恭

义正，虽都承认艺术为民众，但根本上却将艺术独

立、不妥协的精神与民众的“低地”对立，将两者

的同化看作“降志辱身”的“俗化，鄙陋化，龌龊

化”［22］，其刀锋所向正是田汉引日本戏剧家小山

内薰言论明志之举——“要使民众成为我们的，我

们得先成为民众的。我们得先一度降到民众的‘低

地’，从那里牵着民众的手，一步一步走上我们的

‘殿堂’”［23］。同时，《青白》副刊自当年 3 月至 8

月连载陈大悲的五幕剧本《五三碧血》，篇幅之巨，

为《中央日报》副刊史罕见。如此推崇，实用心良

苦：一者陈大悲乃民众戏剧社元老，名正言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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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当时任职于南京政府，反映济南惨案的《五三

碧血》又“的的确确是富有革命性的剧本”［24］，

着他与田汉叫阵，去掌民众戏剧的“帅印”，再合

适不过。

大革命失败后，以田汉为代表，更多人开始从

现实层面思考、确认无产阶级文艺的正当性，这也

刺激了国民政府相应地向民族主义文艺与通俗文艺

转变，以诉诸全体国人情感伦理认同的民族话语，

与左翼阶级话语相抗（反帝主题剧作《五三碧血》

之所以堪称“富有革命性”的典型，也有此因）。

对于“民众戏剧”这一具有社会号召力的“前革

命话语”，亦欲作同等处理，以收编于己麾下，成

为争取政治支持的利器。而田汉也确实在完成转

向后，从力倡“民众戏剧”转论“戏剧大众化和大

众化戏剧”［25］。不少学者注意到，甚嚣尘上的民

众戏剧论争在 30 年代初期便迅速告一段落。然其

原因并非是“究竟什么样的戏剧才算民众化，这问

题太复杂，决非一人之思想能计划到的，更非短时

期能实现的”［26］如此简单表面。若难以立时澄清，

何不继续思之察之、辩之明之？恰因民众戏剧丰富

的政治内涵，决定了不可能有真正的澄清。30 年

代初期，围绕民众戏剧的话语收编与对抗格局业已

形成，争论自然也就无甚必要了。这从 1933 年山

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发起的“民众戏剧问题征答”活

动中即可见一斑［27］。此次征答问卷回收率和左翼

参与比例皆低，尤以郑君里充溢着不合作态度的答

卷为代表，反映出左翼对于民教馆这一官方发起者

身份的抵触乃至对其讨论“民众戏剧”意图的根本

质疑［28］。作为民众戏剧的先决问题，“民众是谁”

只能由现实政治决定，它决非仅是对象的界定，根

本命意乃是对主导权的确认，纯求应然之解只是徒

劳。因此，若从文字上指摘左翼以强调无产阶级性

的“大众”取代“民众”，太过刻板狭窄，不如谷

剑尘、欧阳予倩等具有官方背景的民众剧人的定义

那样宽广灵活，显然脱离了政党政治的核心语境。

20 年 代 末， 罗 曼· 罗 兰 民 众 剧 论 因 民 众 戏

剧新热潮而再获关注，然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对

立和新的社会分析话语，即便是非左翼的戏剧家

也感到罗兰之论的空洞乏力。这次短暂的译介热

潮重蹈覆辙，迅速降温。左翼剧运和“民众戏

剧”虽渐行渐远，但都在呼唤着新的理论领袖的

登场。

三� “民众剧”的新理论资源：
梅耶荷德倾向的确立

正在民众戏剧话语初显分裂迹象时，梅耶荷德

恰逢其时被介绍进来。1927 年 5 月，冯雪峰（画室）

就译有《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一书，该书译自

日本俄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昇曙梦所著《革命期

的演剧与舞踊》（1924）与《无产阶级戏剧、电影

与音乐》（1925）两书，其中有“革新剧坛的巨匠

梅伊耶尔福里特”“演剧左翼战线的中心梅伊耶尔

福里特”专节，或为国内对梅氏的首次译介。

今人多乐道于梅耶荷德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最出色的学生和最具挑战性的叛逆者，其强调

身体性表现的“有机造型术”和集团力学的构成

主义演剧，与强调内心体验的现实主义戏剧的紧

张，以及此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垄断下被归

于“形式主义”遭到清理的悲剧命运。在革命期

及 20 年代初期的苏俄，围绕梅耶荷德及其“戏剧

的十月”（即戏剧的革命）主张，亦争议不断。昇

曙梦二著，便广泛涉及了将梅氏视为“演剧左翼战

线的中心”“演剧的民众化”当之无愧代表的支持

派［29］，以斯坦尼及莫斯科艺术剧院为代表的职业

剧界，革命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等阵营的

观点。在“革命期演剧”部分，昇曙梦尤其重点介

绍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复杂态度：既激赏梅氏的才华

与演剧革新的艺术价值，又严厉批判他以“民众底

集团的动作是演剧底唯一合理的形式”［30］的“直

接错误”［31］，“已成为形式的左倾和政治的左倾之

合同的理论及实践的中心”［32］，其激进剧场革命

“非尽快地绝灭着不可”［33］。这与卢氏对艺术剧院

等传统职业剧院的开明态度和反对视之为资产阶级

社会产物而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的言论［34］，

形成了对照，反映了当时苏维埃政府文艺战线实际

领导者的立场。与此互证，时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

会主任的托洛茨基，亦视梅耶荷德运动力学演剧

是在“远后的将来”的“未来主义”［35］，认同艺

术剧院等“清新的革命的写生活的演剧”是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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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36］。在“无产阶级演剧”部分，昇曙梦则更

多参考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领袖克尔任采

夫乃至政府反对派的对立言论，不仅宣判了革命

后丧失动力的苏联民众剧的失败；且干脆将前著

中激进左倾的梅耶荷德排除出了无产阶级戏剧运

动［37］，单列一小节“梅耶荷德的近业”，重点谈

其新演出法“向莎士比亚时代传统”乃至“我国

歌舞伎传统”的“复归”［38］，对梅氏“近业”的

民众性、无产阶级性乃至剧艺的现代性，都提出

了某种质疑和挑战。

梅耶荷德早年因反感表面的现实主义而逃离

“莫艺”，后曾热衷于现代主义和象征性艺风，1922

年开始实践构成主义和有机造型术原则并重审古

典。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其剧艺中不断的自我修

正和多元面相，成为令阐释者不无纠结的选择题。

面对昇曙梦充满张力的文本，冯雪峰亦有避繁就简

的选择。并非如其自陈只“偶有极少部分的无关紧

要的删略”［39］，正是对这节“梅耶荷德的近业”，

他做了整体删除。同时在译者前言中将“梅伊耶尔

福里特和哀弗莱伊诺夫的新演剧运动”与“民众剧

运动及俄国民众底剧的要求的高度”并置为最需关

注之首要两点［40］。这些处理无疑维护了梅耶荷德

先锋（乃至过于先锋）的无产阶级戏剧家形象。

冯乃超其后发表文章《革命戏剧家梅叶荷特的

足迹》，明显引用了冯雪峰译文［41］，且进一步升

级、勾勒出梅耶荷德的“进化”轨迹：从神秘象征

的艺术至上主义末流，走向民众剧的进阶，发展出

构成主义的集团演剧力学，既对抗着右翼——斯坦

尼的布尔乔亚式纤细心理主义演剧体系，又可创造

出写实主义的“新形式”以脱离革命后的演剧危

机［42］。不仅将昇曙梦原书中不无问题的梅耶荷德

革命后之“近业”，扭转为中国应研究借鉴的重心；

实际上针对着来自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和反对

派关于革命后演剧有着重大危机的批评的批评和前

述革命后演剧危机的论调，也形成了对梅耶荷德的

辩护。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中国剧坛的“梅耶荷

德倾向”，由此确立了理论基调。

针对职业演剧之易被动陷入既有社会经济分工

结构，从而成为资本逐利链条之一环，早期左翼剧

人多有警惕。梅耶荷德的打破与超越，正带来了左

翼期待的从宏观上观察把握社会与历史的视距。而

对于专业戏剧家而言，这一实践的崭新形式及其可

能性同样令人兴奋。熊佛西就曾明确表示在定县

农民戏剧实验中，种种打破幕线，观演一体，重视

灯光与舞美几何构型，强调身体动作和集团力的实

践，在吸取民间赛社演剧养分同时，也受到了梅耶

荷德构成主义的影响［43］。其实，早在 20 年代“爱

美剧”热潮中，宋春舫等人就集中介绍过戈登·克

雷（Gorden Craig）、阿庇亚（Adolphe Appia）等关

于导演权威和理性配置音乐、灯光、舞美的主张。

而梅耶荷德与戈登不仅个人关系密切，在导演原则

和理念上也颇多契合［44］。这或许是梅氏不仅能为

左翼接受，也能为熊佛西和尚未转向的田汉接受的

一个潜在原因——对于熊、田等执着于现代剧艺的

戏剧家而言，戈登·克雷的理性导演术与舞台技术

有机性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介绍成果，某种意义上成

了梅耶荷德在中国接受的前奏和铺垫。不无踌躇的

中国剧人，虽日感象牙塔幻梦的自欺，或也因看到

了强调导演权威的无产阶级戏剧家的存在，而憧憬

着艺术家之骄矜与浩荡的时代、政治道义之间可以

相洽互得的解局。

四� 小山内薰与田汉以及
中国新剧的“经路”

对于田汉、熊佛西而言，单凭无产阶级的政治

身份并不足够证明梅耶荷德剧艺上的先进性。而恰

在此时，中国剧坛形成了现代戏剧三阶段的纲领

性论述，有力支持了戏剧家们对于梅氏民众剧艺的

“理论自信”。1928 年 11 月，田汉发表《上海戏剧

运动宣言》，指出： 

大体欧洲近代戏剧运动经过了三个时期，

第一是 Antré Antoine（安托万）和 Otto Brahm（奥

托·布莱姆）们的自由剧场运动时期……他们

所选出的戏剧家是易卜生及其门徒……第二是

艺术剧场运动时期，这时期的代表是德之莱因

哈德，俄之斯坦尼斯拉夫斯奇，他们各据有大

的剧场、优秀的演员。供给他们以理论者复有

意之阿披亚、德英之戈登·格蕾等；……第三期

便应该是我们所期待不置而且已露新芽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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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运动时期。民众剧场的理论罗曼·罗兰倡

之，而使它异常地实现的却是反对斯坦尼斯拉

夫斯奇的梅野鹤立德的功绩。［45］

（反商业）自由剧场——（职业）艺术剧场——民

众剧场，这一三阶段论形成了新陈代谢的线性论

述。虽然田汉在后文中将中国对位于“廓清剧界的

旧势力，建设坚实的新艺术”［46］的自由剧场运动

期，然而在该链条上，自戈登·克雷、斯坦尼等人

艺术剧场进化、革新而来的梅耶荷德民众剧，无疑

是中国剧运的愿景。1928 年底田汉尚未完成转向，

作为剧坛领袖，他的这个宣言，在民众话语成为社

会共识之际，也在剧艺上给了民众戏剧一个极有说

服力的认证。

其实在半年前的 1928 年 6 月 19 日，田汉就

在《民国日报》的《戏剧周刊》“闲话”专栏，发

表了一篇译文《从艺术剧场到民众剧场》，或为他

以民众剧为题的最早文字。概因田汉只介绍原文

乃“《近代剧概论》第十一章之一节”（实为楠山正

雄《近代剧十二讲》第十一讲“芸術劇場より民衆

劇場へ”一节），未标作者，书名又对不上号，故

今人鲜知其文出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可能

的原因是田汉所见并非是后来正式出版的《近代剧

十二讲》，而是他旧年旅日时所得楠山早先在早稻

田大学讲授近代剧的未勘定讲义［47］。

楠山此文所谓民众剧，是与营利剧场对立的、

以发现了民众力与美的艺术家为中心的文化运动，

与田汉《宣言》中的宏观概括还有不小距离。若说

此译文或源自田汉在民众戏剧的新热潮中被唤醒的

旧年回忆，那么 1927 年夏短暂的日本之行就为他

的民众剧转向提供了更直接的触动。时为南京国民

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官员的田汉，此行始于与谷

崎润一郎的宴游享乐，终于与旧友秋田雨雀的晤

谈，并与座中佐佐木孝丸就能否在政府内部寻求革

命艺术运动展开激烈辩论。他既深感日本文坛的分

化之剧，也因日本左翼的棒喝震动不已，并在回国

后的政治失意中增强了对于雨雀所言的体认［48］。

此后两年间，他的视线所聚，与其说是被自己有意

无意隐去姓名的楠山正雄，不如说是与雨雀过从甚

密且正领导着筑地小剧场进行“在野的”民众剧实

践的小山内薰。

1928 年 12 月，田汉发表《南国对于戏剧方面

的运动》，这是“此后想竭其全人力与物力尽瘁于

‘民众的’艺术运动”，且“认这方面的运动当从

歌剧与话剧分途并进”的行动宣言［49］。文中援引

并推崇小山内薰“得先一度降到民众的‘低地’”

的言论，成为他与王平陵论争的导火线。更值得

关注的是小山内薰的名文《日本新剧运动的经

路》。此文 1927 年 6 月发表于《太阳》杂志，在

1929 年夏秋之际同时被田汉、欧阳予倩译为中文

（田译刊于 8 月的《南国周刊》，欧阳译文刊于 9

月的《戏剧》杂志）。此文将明治末期以来的日本

新剧运动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代表为早稻田坪内

逍遥主持的文艺协会、小山内薰与市川左团次效

仿法国安托万建立的自由剧场；第二期代表是职

业演员守田勘弥与市川猿之助领导的文艺座、春

秋座；第三期中坚正是“走向民众中间去”的筑

地小剧场。对照田汉《宣言》中的三段论述，不

难发现其中的对位。田汉将排演易卜生剧目作为

中国新剧运动“一期”起点，也正是模仿着小山

内先前领导的日本自由剧场。虽然《经路》的译

文发表是在 1929 年，但如果说田汉在更早的时间

已看到此文，受到启发写作了《宣言》，并非无稽

之言。1928 年 12 月，小山内薰逝世，田汉翻译其

晚年所撰《经路》，既为绍介，亦为纪念，正可证

明他对此文的服膺。

与田汉一样，小山内在戏剧生涯早期，因对传

统剧艺（歌舞伎）崩坏不满，力图引入西欧戏剧，

创制“新国剧”（或“新国民剧”）。其间虽也因欧

游实地考察的切身体验，反思过西欧演剧的本土

适应问题，但并未改变新剧本位立场［50］。此时期

他在大正民主风潮影响下的“民众 / 平民艺术”主

张，也不过是延续着明治维新以来与政府合作的缩

短演剧时间、降低票价等职业剧场改良思路，其内

心仍以“艺术实验室”为小剧场真义，反对秋田雨

雀倡导的将小剧场与民众社会运动相结合［51］。而

与南国社巡演遭遇窘境相类，小山内的新剧艺实

践也面对着曲高和寡的问题，局限于剧作论视野的

“新国剧”问题，终于必然地走向了观众论视野，

与“民众剧”逐步合流。1927 年春筑地小剧场在

东京大众游艺区浅草公演的失败，开启了小山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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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生涯的重要转折。当年 4 — 5 月间他写作《向民

众剧的某种暗示》，说出了那句打动田汉的“得先

一度降到民众的‘低地’”［52］，对先前的艺术至上

观进行了自我批判。6 月，《新剧运动的经路》发表。

理论转变同时，他也开始了对歌舞伎乃至中国、印

度等东方剧艺的重审，预告了以新剧形式改编歌舞

伎《国姓爷合战》等谋求民众剧与新国剧结合的实

践。11 月，小山内薰作为国宾应邀赴莫斯科参加

苏联革命十周年纪念大会，受到莫大震撼和感召。

其莫斯科演讲前半段讨论歌舞伎之民族性与日本

“新国剧”问题，后半转向新剧和《经路》所述之

三期划分，是其晚近思考的集中总结。至此，他坚

定了信念，用置于顶端的民众剧，“解决”了萦绕

毕生的诸多二元对立——“第三期的新剧运动今后

怎样发展还不晓得，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不取

两元的路而一直走向民众中间去。”［53］

并非巧合，田汉正是中国“新国剧”与“民众

剧”的主倡者。早在 1927 年秋冬，一贯秉持现代

剧立场的他发起话剧、歌剧“新旧混编”的“鱼龙

会”，与欧阳予倩、周信芳排演以现代精神灌注于

传统形式的新编京剧《潘金莲》。然而直到一年后

的 1928 年 11 月，田汉才开始了“新国剧”的命名，

将这次演出标榜为中国“新国剧运动第一声”：

说歌剧便是旧剧，话剧便是新剧，不能

说公平，因为不独歌剧有新旧，话剧也有新

旧……应该使他成为民众全体的东西，不应该

成为专供某一阶级的消闲品。这就是我们开始

新国剧运动的动机。［54］

引入民众话语来解决新旧剧艺的长期对立，可见田

汉的“新国剧运动”并不如通常所言是对几年前余

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所倡“国剧运动”之翻新

进阶，而正是对小山内“新国剧”创设的模仿。而

从实践到最终撰文发声，这一年的延宕本身便意义

非凡——《新国剧运动第一声》与《上海戏剧运动

宣言》《南国对于戏剧方面的运动》几乎同时发表，

可见受到民众话语感召多时的田汉，终于等待到并

消化好了他所期待的剧艺理论，开始重新定义、确

认其先前实践，重装亮相。

在小山内薰晚年，筑地小剧场分裂为政治上激

进的土方与志等（后成立了循秋田雨雀左翼路线

的“前卫座”）与偏重艺术的青山杉等几派。加上

小山内过早的辞世，也令人们针对其未展开的民众

剧实践的性质及可能性，产生了不同解读，日本

左翼便有人批判那仍旧不过是固守非政治性的艺

术剧场实践［55］。然“左转”中的田汉则选择了将

小山内的未尽事业交付与秋田雨雀一派，由此将其

纳入无产阶级演剧谱系，且“我们把日本新剧运动

三期的责任在一个时候担负着”［56］。不过，在明

确了革命与艺术“二者交错”的民众剧理想后，南

国同仁仍有“近业”与“远望”之分：中国新剧

运动“方在萌芽”，目前“只是设为研究机关的性

质”，无产阶级民众剧之“革命”遂成“远还在那

里”的“将来的愿望”［57］。直到 1931 年转向后的

田汉依然移译了服膺雅克·科波（Jacques Copeau）

“纯粹戏剧”理念并与筑地民众剧实践唱反调的岸

田国士数年前写作的《戏剧概论》。因为这论文虽

“在演进极速的邻国的思想界应该早已或快要失去

它们的‘存在理由’了”，但对于“刚刚开始自由

剧场的前期的运动”的中国，“要算非常中和而妥

当的”［58］。这不禁令人想到卢那察尔斯基、托洛

茨基等关于梅耶荷德之民众剧乃是“未来主义”的

言论。与此相关，虽在 1928 年底的《宣言》中，

田汉已明确标举出梅耶荷德作为革新者和斯坦尼取

代者的进步意义，然至 1930 年代中期，他又正是

以卢那察尔斯基言论为依据，将当下苏联文艺主潮

认定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59］。1934 年 8 月，苏

共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文艺创作、批评

基本方法，斯坦尼在戏剧领域获得权威地位，这当

然会对已是中共党员的田汉产生“组织”层面的影

响。不过，对照审视苏俄与日本民众戏剧的经路之

后，我们便不难理解，田汉在职业艺术剧场—民众

剧场链条上的“回退”及他在左翼大众化剧运实践

中的乏力，还有更深刻的必然性。面对诸多结构性

张力的存在，无论是在当时的日本还是中国，乃至

在已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苏联，民众剧试图靠

“置顶”社会性意识价值来进行统合的努力，不过

是更进一步逼近了那个根本问题：在物质性现实束

缚仍然存在且极为严峻的情形下，是否可能召唤出

一种崭新自足的群体性文化实践及与其相应的主体

性，并以此去解决现实既有的困境与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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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戏剧”为左翼首倡，顺“训政”之势步

入高潮，但因源理论资源的缺陷与不合国情，尤其

是政党政治斗争的现实，其后渐为左翼批判、抛

弃，成为被国民政府收编的话语概念。虽双方在

人员、理论话语上仍存在复杂缠绕，但并不宜将左

翼剧运视为民众戏剧的主导话语和主流实践。可

以说，正是在经历了与“民众”的缠斗之后，左翼

“大众”话语才日益发展、凸显出既强调阶级性又

兼顾统战联合的辩证意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展现

出说服力与感召力。

因此，谈到民众剧实践，主要指向的还是在民

教系统 / 试验区展开的民众教育戏剧活动，包括欧

阳予倩在广东戏剧研究所倡导的“平民剧”、平教

会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等。虽有合法背景，但总体

上这些实践并不成功，大量民教机构演剧要么仍是

以学生和市民为观众主体的单向灌输，要么是低水

平民众自乐俱乐部。而左翼方面的实践情形也不理

想，以至于“大众化”正式提出七年后，洪深不得

不承认：“‘戏剧大众化的实验’，全国没有，只在

河北定县有熊佛西和他的几个同事，做着这种工

作。”［60］

若将定县农民剧实验的相对成功，归因于熊佛

西所言融西洋新演剧法与民族民间传统于一炉，莫

若归于当时定县初步具备的若干条件：较为稳定、

具有较强联结的基层共同体空间；规训动员的新意

识形态话语相对整一有力；民间非职业演剧传统的

存在。这恰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左翼演剧实践不具

备的。待等进入边区根据地，中共能以民众剧团形

式为民众戏剧新开端绪，也有赖于此。

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出发，我们也看到：在非

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时环境下的日本，左翼作为政府

对抗性意识形态，其立足于常态化的演剧所能达到

的可能与限度，可为 20 — 30 年代中国左翼都市演

剧镜鉴。苏俄革命期疾风暴雨的革命意识形态制造

出空前的观演共同体，成为中国左翼剧运愿景。但

狂飙过后，无产阶级民众剧的整体低迷和梅耶荷德

地位的戏剧性变化，也为中国在革命后的剧坛做了

预告。在无产阶级执政后的日常态建设中，戏剧创

演必须被纳入、回归社会分工经济结构。对于话剧

根底薄弱的中国而言，其职业化演剧资源似乎只可

能从斯坦尼那样的戏剧家和职业剧场中找寻，至于

梅耶荷德强调集团性与精确身体动作的有机造型

术，反更多体现于已脱出戏剧范畴之外的、非日常

性的群众游行、团体操等节庆广场文艺。这由此提

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期的新兴艺术在革命之后向何处

去的问题。它如何再生、转化？是否及如何葆有持

续的批判性、革命性？

自 21 世纪初，国内不少学者开始将定县农民

剧实践与西方现当代的质朴戏剧、环境戏剧等潮

流勾连，以证其“先锋性”，充分反映了新时期以

来当代剧坛急于突破斯坦尼体系垄断，寻求更多

元表现形式的关切与焦虑。但如果仅仅是把民众

戏剧作为当代剧场新神崇拜的注脚和论据，无疑

会令其话语和实践的历史特殊性消弭无形。时人

对国际理论资源关注、吸收的锐度与深度，值得

重新审视；内中绵延至今的诸多问题点，值得深

思。相比急求新建，我们或许更应细顾所来，去

质询和反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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